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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禁止南洋贸易”后果之我见
冯 立 军
　　清初 , 清政府海外贸易政策屡有变化。先是在 1661 年为消灭台湾郑氏势力实行“迁海”
政策。郑氏覆亡后 , 清政府于 1683 年大开海禁 , 但到康熙五十六年 (1717 年) 又下令 , 禁
止商民往南洋贸易。对于“禁止南洋贸易”所造成的后果 , 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它的实行具有
极大的破坏性 , 阻碍了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, 事实是否如此 ,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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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史学界所产生的共识 , 其根据主要来源于雍正初年要求开放海禁的一些地方大臣
(例如蓝鼎元、毛文铨等) 的奏疏、著述等。我想仅依据那些要求开放海禁的人的论述 , 便
得出上述结论 , 未免有些草率行事 , 因为这些地方大臣为达到开洋禁的目的 , 对其所述问题
往往夸大其辞 , 甚至脱离事实。
如就康熙皇帝在谕旨中所提到的“内地之民希图获利 , 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 , 并卖船而
回”的问题 , 蓝鼎元则说 : “若夫卖船与番 , 载米接济 , 被盗劫掠之疑 , 则从来无此事者
也”。①事实并非如此 , 英国人布赛尔的《东南亚的中国人》记载 1688 年荷兰人威廉·丹匹尔
(William Dampier) 提到中国人在亚齐运米卖船之事 , 其中说 : “所有来该城贸易的商人中 ,
最著名的是中国人。他们 (华人) 中有些人终年住在这里 , 这些人是每年自中国航行来此 ,
来的时间约在六月 , 船只约有 10 或 12 艘 , 满载大米和若干种其他商品 , ⋯⋯如果船上货物
尚未卖完 , 他们可以希望有小贩要买他们的船 , 只要有人买 , 他们也愿意出卖 , 至少卖出其
中的部分 , 因为中国人就是要把什么都卖掉的人。船卖掉以后 , 他们就作为乘客搭别人的船
只回去”。②可见 ,“卖船与番”, 确有其事。
还有的人 , 把本不是禁止南洋贸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, 却归罪于它的实行。如福建巡抚毛
文铨就厦门贸易日益惨淡的状况发表评论 , “往年开洋之时 , 洋船到厦甚多 , 各省商客无不来
厦贸易 , 税课充溢”,③但自禁洋以来 , 客商日少 , 税课几乎无收。其实 , 厦门贸易船只渐少 ,
税收日蹙的问题由来已久 , 其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: (一) 贸易商品缺乏 , 所需
贸易品大多从外地运来。如史籍记述道 : “这个繁荣城市 (指厦门) 的所在地是全中国最贫瘠
的地区之一 , 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资出口。此地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要依赖邻近的台湾
岛。④又《厦门志》记载说 :“其 (厦门) 出洋货物 , 则漳州丝绸、纱绢 , 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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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出雨伞、木屐、布匹、纸札等物。”⑤从《华夷变态》一书中的记载可了解 , 在康熙二十八年
(1689 年) 有荷兰船四艘、英船三艘 , 计七艘入航厦门 , 由于厦门货源不足 , 还在泉州、漳州
以及福州等处 , 大量收购砂糖 , 并在别处收购 , 甚至造成砂糖缺货。⑥另外 , 在《瓷器与荷中
贸易》一书中也提到 , 从 18 世纪以后 , 由于厦门供应的丝绸质量差 , 货源不足和贸易限制太
多 , 使得到厦门的英船较少。⑦ (二) 厦门洋行行商亏欠、积压货本 , 致使外商对到厦门贸易
犹疑踯躅。根据史籍记载 , 厦门商人安官 (Anqua) 于 1702 年与英船“会场” (Chambers) 号交
易 , 一年多以后仍欠对方银60 000两 , 而且对其他商人也多有挂欠。后来 , 他由于无法偿还债
款 , 被迫离开厦门。⑧鉴于厦门行商的这种行为以及商船到厦门贸易日见稀少的问题 , 清威略
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于康熙四十九年 (1710 年)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向英商⑨颁发令牌招徕到
厦门贸易。其令牌说道 : “今本将军清厘夙弊 , 所到皆选择殷实行家 , 公平交易 , 无有挂欠 ,
俾得乘风返国 , 在尔彝商 , 业皆稔悉矣。今尔等船只返掉 (棹) , 所有彝商 , 会行给牌招徕。
为此牌仰该船主遵照事理 , 即便赍执令牌 , 广行招徕。尔等彝商务体本将军恤远之怀 , 招谕各
商相率赴厦。一切贸易诸事 , 本将军更有加恩优待 , 着诚实之人择行料理 , 慰尔彝商 , 慎勿疑
阻 , 致负本将军一片柔远之至意可也。”λυ但从各种史料来看 , 此次招徕效果并不明显。 (三)
海关官员对到厦门贸易商船大肆勒索 , 使得中外商人望而却步。在《朱批谕旨》中有记载提
道 : “查各省所来外国番船 , 亦为数甚少 , 不比从前 , 而闽省数年以来 , 竟绝无一至。臣再四
访查 , 始知各国番船无不愿来中国 , 缘自康熙五十一、二年以后 , 文武大员需索陋规 , 日甚一
日。如红毛船一只倘挟货百万两上下者 , 督、抚、提、镇衙门必各索至五、六千两不等 , 而以
下之文武各员弁又种种抑勒 , 此其所以风闻畏缩不前也。”λϖ (四) 、禁止南洋贸易时期 , 走私
贸易盛行 (下面有详细叙述 , 此不多言) , 到海关纳税 船只自然少于从前。由此可知 , 厦门贸
易日渐惨谈的原因 , 并非如毛文铨所言 , 而他却牵强附会 , 归罪于“禁止南洋贸易”法令的实
行。所以 , 仅根据一些主张开洋大臣的言论 , 就认为“南洋禁航令”的实行破坏了海外贸易的
观点是值得商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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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看法是 : 禁止南洋贸易时期 , 中国对南洋贸易一直在进行 , 故其对海外贸易并没有
太大的破坏。
(一) 从禁止南洋贸易的目的上看
清政府作出禁海的决定 , 按照康熙皇帝的解释为 : “海外有吕宋、噶罗巴两处地方 , 噶罗巴
乃红毛国泊船之所 , 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 , 彼处藏匿贼盗甚多。内地之民希图获利 , 往往船上载
米带去 , 并卖船而回 , 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。⋯⋯外国无大桅与作龙骨之木 , 皆买我国商人船
只”。λω“朕南巡过苏州 , 见船厂问及 , 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 , 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 ,
其余悉卖在海外 , 赍银而归”。λξ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康熙皇帝禁海的理由有三 , 其一为吕宋、噶罗
巴两地藏匿盗贼甚多 ; 其二为有人将船及船料卖与外国 ; 其三为贩米出洋。
康熙皇帝如此解释很难自圆其说 , 因为他本人对同一个问题前后所持的观点差异很大。
如《清圣祖实录》中有载 , 在康熙四十三年 (1704) , 一些大臣针对海寇出没 ,“春冬啸聚海
岛 , 秋夏扬帆出掠”的情况 , 提出要否再实行海禁的问题。康熙皇帝说 : “朕初以海寇故 ,
欲严洋禁 , 后思若辈游魂 , 何难扫除 , 禁洋反张其声势 , 是以中止。”λψ又康熙四十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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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708 年) , 都察院都御史劳之辨曾上疏说 : “江浙米价腾贵 , 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
所致”。要求“申严海禁 , 暂撤海关 , 一概不许商船往来”, 以使“私贩绝而米价平”。然而 ,
康熙皇帝却说 :“闻内地之米贩往外洋者甚多 , 劳之辨条陈甚善 , 但未有禁之之法 , 其出海
商船何必禁止 , 只须严守上海等处海口 , 查获私贩之米 , 姑免治罪 , 米俱入官”, 则贩米出
洋之人自少。λζ可见 , 康熙对海上劫盗以及贩米出洋并不以为意 , 因此 , 其所述禁洋理由 ,
并非其真正目的 , 只不过是他禁洋的托辞而已。
那么 , 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? 从以下史料中我们或可看出一些端倪。
1、“海外吕宋、噶罗吧等口岸多聚汉人 , 此即海贼之根”。2、“汉人心不齐 , 如满洲、蒙古
数十万人皆一心 , 朕临御多年 , 每以汉人为难治 , 以其不能一心之故”。λ| 3、“广东巡抚员
缺 , 尔等举出汉人 , 此滨海要地 , 汉人不可 , 应用满洲。”λ}雍正皇帝也曾谈到过禁止南洋贸
易的情况 , 他说 :“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 , 多不安分之人 , 若听其去来任意 , 伊等全无顾忌 ,
则漂流上国者 , 必致愈众 , 嗣后应定一期限 , 若愈限不回 , 是其人甘心流于外方 , 无可怜
悯。朕意应不令其复回内地 , 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 , 不敢稍迟在外矣。”又说 :“朕非欲必令
此辈旋归也 , 即尽数旋归 , 于家亦复何益 , 所虑者既经久离乡井 , 安身异域 ⋯⋯而一旦返回
故土 , 其中保无奸徒包藏诡谋 , 勾连串通之故乎 ? 朕意欲将去国年远之人概不许其复还。”λ∼
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 , 康熙和雍正对汉人怀有一种疑惧的心理 , 他们害怕出外经商之汉人
由于居住于国外 , 便与外人勾结串通 , 组成反清力量以对抗清政府的统治。也许这正是郑成
功当年盘踞金、厦二岛举众抗清活动使他们心有余悸 , 才有禁止南洋贸易以防患未然的结
果。有了这种担心 , 康熙皇帝才下令禁止南洋贸易 , 雍正皇帝也才规定 : “去国年远之人”
不许归还 , 目的当然是断绝海外之人与内地人民的联系 , 以杜绝内外勾结之弊。这也正如蔡




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 , 其南洋吕宋、噶罗吧等处 , 一概不许内地商船前去贸易”。
2、禁止民人造船卖与外国及贩卖米粮出口。“嗣后一切出海船只 , 初造时 , 报明海关监督 ,
并地方官 ; 及造完时 , 地方官必亲验印烙 , 取船主甘结 , 方许给照”, “如果将船卖与外国 ,
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。”出海船只携带口粮 , 按人计日限定额数 ,“如越额多带 , 盘出将米
入官 , 船商制罪。”3、禁止民人出海留居外国。此前居留外国之人 , 限三年内回国 , 如是康
熙五十六年以后出去者 ,“将知情同去之人 , 枷号三个月 , 杖一百 , 该督抚行文外国 , 将留
下之人令其解回 , 即行立斩”。4、允许外国商船来华贸易。“其外国夹板船 , 有来贸易者 ,
照旧准其贸易 , 并令地方文武严加防范看守。”µϖ从以上所列条款可以看出 , 清政府只是禁止
国内商民往南洋贸易 , 至于到东洋贸易以及国外商船来中国贸易仍照旧进行。
那么 , 在禁洋期间 , 中国商船到南洋贸易是否被断绝了呢 ? 当然没有。事实上 , 中国商
船从未曾断绝往南洋贸易。
首先 , 在禁洋的第一年 , 即康熙五十六年 (1717 年) , 根据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的奏
称 :“主子立法严禁 , 为亿万年久安长治之规。但部文于三月十三日方到 , 而西南洋船已于
去年十一、二月北风盛发时开行 ,”µω也就是说 , 1717 年贸易季度福建贸易商船于南洋禁航令
部文到来之前已经启航。同时 , 根据北京到福建和广东的里程可以断定 , 1717 年贸易季度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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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等地的洋船也应该在部文到来之前启航。
其次 , 从禁洋的第二年 , 即康熙五十七年 (1718 年) 始 , 清政府对南洋禁航令又补充
二项内容 , 即 :“澳门不禁”,“安南不禁”。这给贸易商民开了方便之门 , 因此内地之民到南
洋贸易仍趋之若鹜。1、澳门不禁。康熙五十七年 (1718) , 清政府以“澳夷及红毛诸国非华
商可比 , 听其自往吕宋 , 噶罗吧”µξ , 于是许多内地商船便以到澳门换货为名 , 私出禁洋 ,
进行贸易。雍正四年 (1726) 泉州同安人李进便从澳门偷渡到暹罗 , 装载铅锡而回 , 在进入
泉州臭　海雇船搬运货物时被缉拿。泉州府知府张无咎等禀称 : “臣查暹罗系属西南禁洋 ,
不许偷越者 , 李进一船竟由该国装货而来 , 此即借澳门换货偷越之明验也 , 所以益知凡有称
往澳门之说悉属托辞 , 总不可信。”µψ对于这些假借澳门出洋之人 , 闽省官吏并不严厉禁止 ,
而是同意前往。福建巡抚毛文铨对此问题曾言道 : “臣反复思之 , 不从则关税势必缺少 , 从
之必有偷越禁洋之弊 , 事在两难。”管理海关之粮驿道副使韩奕也说 :“若虑其偷越 , 竟不令
往澳门换货 , 则厦门生意冷淡 , 钱粮必致大亏 , 似应照旧许往”。µζ于是 , 由澳门而出者 , 便
络绎而发 , 不绝于途。2、安南不禁。康熙五十七年 (1718 年) , 清政府以“安南因办铜之
故”, 仍许商船往贩。µ{如此 ,“遂有以往贩安南为名填照出口者”。以前各船只许往东洋 , 如
果有往南偷越者 , 在南澳 , 海坛等处要口 , 很容易截住查拿 , 但是现在由于有此例 , 在经过
南澳、海坛时 ,“亦不便阻留。”这些商船在回棹时 , 尽管常带有西南洋商品 , 可是等到查验
时 , 有的便称是从安南转买而来 , 也有的说在洋被风飘至西南洋岛屿而带回来 , 加以掩盖。
对于这些冒名者 , 官府无可奈何 , 浙江巡抚李卫在其奏折中便道出了查拿的困难。他说“暹
罗与安南连界 , 即在禁例之内 , 商船一出外洋 , 茫茫大海 , 任其所之 , 既不能跟随踪迹焉 ,
保其不驶往别洋 , 及至回棹收口之处 , 又只能查其坐回是否原船 , 人数是否符合 , 并有无夹
带违禁军火、炮械 , 而其船之实往何处买卖 , 并无实据可查 , 此各省商船不能无偷越禁洋之
实情也。”µ|对于此类冒名出洋贸易者 , 雍正皇帝也采取默认的态度 , 如对于上述李卫的奏
折 , 他在批文中说道 : “此事朕向亦知之 , 但未及查详细耳”。又说 : “商船贸易非朝伊夕 ,
应照旧为是。”µ}地方官吏和雍正皇帝对偷越禁洋进行贸易采取模棱两可、默然视之的态度 ,
使得南洋禁航令在事实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。
除了上述以澳门和安南为名偷越禁洋的形式外 , 还有一种形式 , 即假托到东洋贸易 , 及
至驶到外洋 , 再折而向南 , 到南洋贸易。蔡新在其《答方望溪先生议禁南洋书》中对这种情
况叙述道 :“往岁南洋既禁 , 商民之航东洋者 , 每于中途私往南洋 , 其间水道之迂　 , 风涛
之不测 , 每多覆溺 , 而入港之时 , 有私带西洋之货者一被收获 , 遂置重罪 , 生计艰难 , 小民
逐利为鹜 , 虽决性命以为之不惜也。”µ∼
由此可见 , 尽管南洋禁航令禁规森严 , 但东南沿海人民仍以不同的方式到南洋贸易 , 即
使冒死犯险 , 也在所不惜。正如闽浙总督高其倬所言 : “开洋一途 , 前经严禁 , 但察富者为
船主、商人 , 贫者为头舵、水手 , 一船几及百人。”νυ “虽有禁洋之名 , 尚有通洋之实”。νϖ
(三) 从禁止南洋贸易期间到禁洋贸易船只数以及闽海关关税的情况来看
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 , 在禁止南洋贸易期间到禁洋经商的贸易船只仍很多。现仅以到巴
达维亚和马尼拉的商船为例。“1722 年有来自上海的 2 只帆船和来自东京的 3 只帆船到达巴
达维亚贸易。此外还有 2 只或 3 只中国帆船有望到达。”νω在 1723 年有 21 只船到巴达维亚 ,
1724 年又有 18 只去那里贸易。νξ这三年平均每年大约有 15 只中国商船到达巴达维亚 , 与禁
航令实行前平均每年有 12 —16 只中国商船去巴达维亚贸易νψ的水平相当。又据钱江先生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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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, 从 1680 —1760 年的 80 年里共有1 091只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 , 平均每年大约有 13 艘
贸易船到马尼拉。νζ其中 , 在 1680 —1717 年禁洋之前的 37 年里共有 524 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
贸易 , 平均每年有 14 艘入港 ; 在禁洋期间 (1717 —1727) , 共有约 128 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
贸易 , 平均每年大约有 12 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 ; 而在雍正开海后 , 直到 1760 年 (1727 —
1760) 的 33 年里 , 共有 439 艘中国商船入港马尼拉 , 平均每年有 13 艘中国商船到那里贸易。
禁洋前、禁洋中以及开海后三者相比较 , 每年到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数基本持平。ν{
禁止南洋贸易期间 , 不仅到禁洋贸易的船只数保持着开海时期的水平 , 而且海关关税也
在逐年增加。以闽海关为例 , 雍正二年 (1724) 共报解正额、赢余银106 656两 , 雍正三年
(1725) 闽海关共收海关税银116 419两 , 雍正四年 (1726) 海关税银为123 912两 , 到雍正五
年 (1727) 增至135 440两。ν|
综上所述 , 清政府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实行的禁止南洋贸易政策 , 应该说给刚刚兴旺
起来的海外贸易蒙上了一层阴影 , 因而一些地方大臣以此为借口 , 为达到开洋的目的 , 大力
渲染和夸张禁洋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, 有的甚至脱离事实。但由于此次禁洋的真实意图并不
是要禁止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 , 而是要以此来断绝华侨与中国的联系 , 从而达到“安不
忘危”,“固一安邦”的目的。所以“禁止南洋贸易”政策在所颁布的内容上以及在具体的实
施中都较为宽松 , 尤其是澳门不禁、安南不禁 , 给贸易商民开了方便之门 , 而清政府内部从
皇帝到一些地方大臣对禁洋贸易的态度模棱两可、漠然置之 , 于是东南沿海贸易商民冒死犯
险 , 对到禁洋贸易仍趋之若鹜。这也使得在禁洋期间中国到南洋贸易的船只数还能保持开海
时的水平 , 海关关税也能逐年有所增加。可见 , “南洋禁航令”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具有破坏
性 , 禁止南洋贸易期间海外贸易事业仍在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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